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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观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
———以日本“另类”启蒙思想家中村敬宇为考察中心

肖　朗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 1 0028)

[摘　要]作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另类”代表人物,中村敬宇对儒学和西学均有深厚的造诣。通

过自身的深入体察和研究,中村敬宇概括出“敬天爱人”的观念,认为这种观念构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思想

要素和精神实质,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成为他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观点,也是其东西文化观的特色之

所在。在此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中村敬宇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相继发表《支那不可侮论》《汉学不

可废论》等文,批驳当时日本片面追慕西方文化而全盘否定儒家文化的言论思想。与此同时,他与王韬、

黄遵宪等晚清中国文人、学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探讨彼此关注的问题,其代表性著作、译

作也经由梁启超等人的引介而传入晚清中国,形成了近代中日文化、思想的双向交流。考察中村敬宇的

东西文化观及其文化交流活动,有助于当下我国传承和弘扬儒家学说的合理因素及中国文化的优秀传

统,以增进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对于在多元文化和跨文化交流日趋兴盛的当代国际大背景下坚持和倡导

彼此尊重、相互理解的开放、平等、包容的原则也不无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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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的建立和发展始终受到日本人对东西方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的认识的深刻影响。正

如有专家所指出的:“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从明治初期古典亚细亚主义的诞生,发展到后来的大亚

细亚主义,以及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东亚共荣圈,走过了一段从理想主义转化为现实主义的历程。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始终可见日本对亚洲文明以及中国文化认同与否的态度变化。可以说,对儒

家学说及中华文明如何评价成为衡量日本亚洲认识的一个计量器。”[1]3 6事实上,甚至可以说,对儒

家文化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近代日本对华及对亚洲国家外交政策的催化器。以森有礼、
加藤弘之、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大都以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他们将近代西方文明

视为人类文明的典范,主张摒弃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及东亚传统文化。特别是堪称近代日本

最著名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他全盘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形成了“文
明＝欧美”“野蛮＝亚洲”以及“脱亚＝脱儒”的逻辑构架及思维模式,为“脱亚入欧”思想提供了理论



基础,并把这种思想推向了对外侵略的方向,客观上对甲午战争的爆发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①。
然而,明治初期与福泽谕吉比肩齐名的启蒙思想家中村敬宇则反其道而行之。他在体察、研究东西

方文化的基础上概括出“敬天爱人”的观念,认为这种观念构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实

质,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以此认识为主要思想背景,中村敬宇与王韬、黄遵宪等晚清中国文人、学
者开展了多姿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其代表性著作、译作也经梁启超等人引介而传入中国。因此,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村敬宇是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另类”代表人物。鉴于国内学界对中村敬宇

的思想、活动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讨②,本文拟探讨中村敬宇关于东西方文化的主要观

点及其思想特征,具体考察中村敬宇与王韬、黄遵宪等人的交流活动及由此形成的近代中日文化、
思想的双向交流,并力求得出中村敬宇研究的当代启示。

一、中村敬宇及其东西文化观

(一)启蒙思想家的双重身份:“儒学者”和“洋学者”

中村敬宇,原名钏太郎,后改正直,又名敬辅,号敬宇,别号无思散人、无思陈人、无所争斋等,

1832 年出生于江户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父母笃信佛教。据载,其母曾前往日莲宗的本传寺拜佛

求子,后生下中村敬宇,中村遂于 6 岁时受父母之命书写《法华经》4 段 1 20 行字奉献给本传寺;6 岁

那年他患病,又因父母祈祷佛祖保佑而康复[2]1 4。有学者认为,中村敬宇毕生崇敬佛教即与上述家

庭环境的影响分不开[3]2 1 3 2 1 4。他自幼聪颖,好学强记,3 岁从师学句读和书法,10 岁就读昌平黉,曾
因刻苦用功而得赏银。他 1 1 岁时开始研习汉籍,15 岁时入井部香山开办的私塾,进一步接受汉学

及儒学的熏陶;17 岁时入昌平坂学问所③,拜著名儒者佐藤一斋为师。佐藤号称德川幕府时代“阳
朱阴王”的思想家,对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均素有研究。有日本学者在介绍佐藤一斋的“学风”时明

确指出:“一斋乃宽政之后有数的文章家,其儒学是折中主义的。”[2]10 这主要指佐藤一斋外奉朱子

学而内宗阳明学,同时力求把“主事”的汉学与“主理”的宋学调和互补[4]22 3。中村敬宇晚年回忆道:
“余少一斋先生六十岁,同以壬辰生。甫五岁,先考携余,往谒先生于杨子沟之居,先生命余书大字,
众人环视,纸积成堆。先生曰:子盍暂休焉,食果而复书。余掉头曰:否否,纸不尽不休也。先生大

赏其英气,令嗣亦光年十四,立刻印以赐余。此余受知于先生之始也。既而先生年七十,起为幕府

儒官,往昌平学官邸。余成童修门人礼,侍讲习,奉指诲,多历年所。及先生没,亦光嗣为儒官,余亦

被擢辱其末班。呜呼,余之不才而得至此,皆先生之赐也。”[5]卷九,1 5中村敬宇在学术思想上深受佐藤

一斋的影响,这不仅因为他在佐藤一斋的教诲下通过钻研汉籍而奠定了汉学和儒学的扎实基础,更
主要的是佐藤一斋使他从年轻时就养成了“博综广采,禁党戒偏”[6]344 的开放胸怀和治学风范。

185 5 年,中村敬宇开始任教于昌平坂学问所,六年后他被幕府任命为“御儒者”④,成为官方认可的

正统儒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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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关于福泽谕吉及其“脱亚入欧”思想,详见肖朗《近代日本侵略亚洲国家思想探源———以福泽谕吉及其“脱亚入欧”思想为

中心》,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3 期,第 5 1 9 页。
国内学者如严绍璗、王家骅、王克非、刘岳兵、郑匡民、高增杰、薄培林等人在论述日本的中国学史研究、儒家思想对日本近

代思想及现代化的影响、近代日本的中国观、近代中国启蒙思想中的日本因素等问题时曾涉及中村敬宇,或在开展近代中

日政治哲学思想比较考察时以严复与中村敬宇等日本启蒙思想家为个案,但总体而言比较零碎,关于中村敬宇迄今尚未

形成全面的、系统的研究成果。
昌平坂学问所是德川幕府的官学,明治维新后称昌平学校,即东京大学的前身。
御儒者为幕府官名,其职责主要是进讲经典。



中村敬宇生活的时代正值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近代西方各种学说纷纷传入的历史

时期,始而是以荷兰为代表的“兰学”,继而则是欧美各国的“洋学”。早在入昌平坂学问所前,中村敬

宇即“窃习兰籍(兰学典籍)”[6]343①;入该学问所后他进一步接触兰学,据称“汉籍置于桌面,而兰书暗

藏抽屉,无人时悄然阅读”[7]31。1855 年,中村敬宇开始学英语,据其当年撰写的《穆理宋韵府钞叙》介
绍,他曾借助英国来华传教士马礼逊(R.Morrison,中村敬宇译作“穆理宋”)编纂的英华辞典学英语,
后又从友人处借得荷兰人编纂的英语、荷兰语、汉语对照的辞书并全部誊抄下来[5]卷五,2。1862 年,通
英语的箕作奎吾拜中村敬宇为师研习儒学,中村敬宇便常向他请教英语的发音、阅读等。伴随着荷兰

语、英语的学习,中村敬宇开始阅读外文书籍,同时参阅了魏源的《海国图志》,遂对西方政教文明有了

初步的认识。1866 年,受幕府派遣,中村敬宇以监督官的身份率 12 名留学生渡海赴英。因年龄限制,
中村敬宇在英国未能正式入学,但接受了英国教师的个别指导,并专心自学。据其自述,“朝课暮绎,
较短角长。锥股悬梁,何暇忆乡”[6]344。学习之余,他和留学生一起参观了水晶宫、造船厂、炼铁厂、兵
工厂、植物园、报社、朴次茅斯军港等。值得注意的是,他还了解到英国早期著名汉学家理雅各

(J.Legge)翻译的英文“四书”及有关研究成果。在英期间,中村敬宇结识了几位友人,其中对他影响

较大的是弗里兰(H.W.Freeland),后者毕业于牛津大学,知识渊博,著译颇丰,其内容广泛涉及欧洲周

边地域、东方问题及阿拉伯世界,“他可称为维多利亚时代绅士的典型之一”[4]237。弗里兰平时对中村

敬宇十分友善,赠予后者的饯别之物便是斯迈尔斯(S.Smiles)的名著《自助论》。

1868 年,中村敬宇途经法国回到日本,出任静冈学问所教授,四年后被明治政府起用而返回东

京,在此期间他撰写了《敬天爱人说》《拟泰西人上书》等代表作,并将《自助论》和约翰·穆勒的《论
自由》翻译成日文,分别取名为《西国立志编》和《自由之理》。日本学者记载:“世人将福泽氏(福泽

谕吉)的《西洋事情》、内田氏(内田正雄)的《舆地志略》和先生的《西国立志编》三部畅销书合称为

‘明治三书’……先生继《立志编》之后,又续刊《自由之理》和《西洋品行论》等。《自由之理》研究民

权,《品行论》则如《立志编》的补翼,亦为社会所欢迎,销售不让前书,均发行数十万册。当时之读

者,不限于少年子弟,乃横亘各阶层,尤其官吏及教职人员,若不通读此三书,则被视为于资格有所

欠缺,皆不得不争而诵读。故先生之声名,郁然高于海内,至儿童走卒,莫不知先生之名与其著述者

也。”②[7]6 6我国学者也高度评价《西国立志编》及中村敬宇翻译此书的影响:“此书记叙西方自古以

来三百余位立志成名的名人的事迹,鼓吹自立自主,发奋向上,备受读者尤其是青年的欢迎,被誉为

‘明治之圣经’。”[8]第 1卷,149此后,中村敬宇以“洋学者”的身份不断致力于启蒙宣传活动及文教事业。

1873,他设立了洋学塾“同文社”,被誉为“明治三塾”之一③。同年,他与西周、森有礼、西村茂树、加
藤弘之、福泽谕吉等人结成“明六社”④,并创办《明六杂志》。他还积极参与训盲院和东京女子师范

学校的工作。此后,他出任东京大学教授,并担任贵族院议员等公职。
总之,启蒙思想家中村敬宇身兼“儒学者”和“洋学者”的双重身份,他的东西文化观也因此在当

时表现出不同凡响的鲜明特色。

(二)“敬天爱人”:东西方文化的思想要素及精神实质

中村敬宇的东西文化观之所以会产生,应该说其根源在于德川幕府末期日本的形势以及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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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注,下同。
中村敬宇将斯迈尔斯的另一部著作 Character,翻译成日文,取名为《西洋品行论》。
其余两所分别为福泽谕吉设立的“庆应义塾”和近藤真琴设立的“攻玉社”。

1873 年即明治六年,故名“明六社”,一般认为“明六社”是明治日本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社团,所谓明治启蒙思想主要是指

“明六社”成员宣传的启蒙思想。详见大久保利謙《大久保利謙歴史著作集 6·明治の思想と文化》,(東京)吉川弘文館

1 9 88 年版。



这种形势的看法,因而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当时的日本其外列强环伺,其内危机四伏。面对这

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中村敬宇清醒地认识到三百年来“闭关锁国”的政策非改革不可。按其思

想的内在逻辑,他首先从儒学者的立场出发说明了解外国、学习外国并不违背儒学的传统,指出:
“当今之儒生率多侮外蕃,以是彼之于形势,蒙如隔雾,每遇读洋书者,则攘臂而怒,曰彼乃慕外夷者

也。殊不知通天地人三才而谓儒,谙外蕃之事,审外蕃之情,皆学者份内当为之事也。”[9]43 8继而,他
倡导积极的“开国论”并强调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夫我邦未尝与外国互市,故海外情形,茫如隔雾,
而外国则坚舰巨艟,往来五洲,故见闻广,阅历多,而其智识亦不得不与之俱长……我邦人性固聪

敏,唯其素不往来外国,犹生而不离里 之人,更事既寡,闻见狭隘,是其所以或来外人之侮也。呜

呼,以天性聪明之人,而乃囿于见闻,岂不可惜乎。盖余察宇宙之势,不得不与外人通,假令我勿往,
宁能禁彼之来乎。彼来而我勿往,则我之情形,彼悉洞知,而彼之动静,我徒茫然。吁,无事则已,一
有祸变,我乌能捷。”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向幕府建议遣人留洋、学习外国:“故余以谓莫若募士人之

欲往彼者,厚资遣之,使学彼艺术(近代科学技术),且识其风俗形势。夫坐而学于彼,孰若往而学之

捷;坐而翻书,孰若亲目其地之切。”而且,他进一步阐明了借鉴他人可以加深自我认识的道理,批评

那些固执华夷之见、蔽于见闻而傲然自大的保守言论:“人之面目不能自见,必照于水,监于镜,而后

识其妍媸;山之真形,在山者不知也,而数百里之外人皆得观之。盖拘于见闻者,以其所习为常,而
居于局外者,其是非必公。故立身之善否,不能自知,而瞭焉乎他人之目。国政之治乱,居其邦者不

能察也,而不能逃于外国之鉴。然则欲识我邦政俗何如,莫若博参之于外国也。试航于薄海之外,
万里之表,入朝观政,见野知俗,以此较彼,以东参西,曰彼邦也俭,彼邦也奢。彼邦政令烦重,衰之

兆也;彼邦法制简明,盛之候也。彼邦君臣奋发,任财力农,将兴;彼邦上下废弛,崇饰虚文,将亡。
反而观之,则我邦美丑善否,尽态呈露。有当改旧者,有当谋新者,有当奋兴振发者,虽欲暇逸以自

安,得乎? 苟其 不 然,蔽 于 见 闻,傲 然 自 大,曰 彼 夷 狄 也,而 其 智 反 有 不 若 夷 狄 者,可 不 悲

哉。”[5]卷三,10 1 1较之幕府末期那些偏狭的“开国论”和“攘夷论”,上述看法更为全面,确有高明独到

之处。
至于日本究竟应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什么这个关键问题,中村敬宇的认识则经历了一个演变的

过程。幕府末期的有识之士已认识到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并将西方科技文化与

中国的道德文化对比起来加以把握。例如,佐藤一斋便明言:“西洋穷理,形而下之数理;周易穷理,
形而上之道理。道理,譬则根株也;数理,譬则枝叶也。枝叶自根株生,能得其根株,则枝叶从之。
穷理者宜自易理而入也。”[10]284这种观点后演绎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思维模式,且逐渐成为

幕府末期部分知识人士的共识。中村敬宇起初也持这种观点。他在 1 85 8 年左右撰写的《洋学论》
中宣称:洋学非在儒家之“道”外,故为儒者份内之事,其内容唯技艺而已[9]43 9。但 1 86 6 年赴英前

夕,他在《留学奉愿候存寄书付》一文中写道:“西洋开化之国中,大凡学问可分为两项:性灵之学即

形而上之学,物质之学即形而下之学。文法之学、论理之学(逻辑学)、人伦之学、政事之学、律法之

学,以及诗词、乐律、绘画、雕塑之艺等,属性灵之学;万物穷理之学、工匠机械之学、精炼点化之学、
天文地理之学、本草药性之学、稼穑树艺之学,属物质之学。”[6]27 9并指出迄今为止一般认为西方的

学问只有“物质之学”,而“性灵之学”尚不充分,其实后者对西方各国而言十分重要、有用,且须专门

研究,进而透露了自己愿赴欧洲研究“性灵之学”的意愿。这表明中村敬宇突破了“东洋道德,西洋

艺术”的思维模式,已认识到西方的“物质之学”与“性灵之学”存在内在联系,因而西方文化是包含

两者在内的统一体。中村敬宇后来的相关认识可谓这种看法的衍生、发展和升华。
赴英两年,中村敬宇留心观察英国社会,促使他对西方近代文化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有些

地方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表现在日后他在翻译《西国立志编》《自由之理》时所写的若干序跋及按

语中。如他写道:“余尚记童子时,闻清英交兵,英屡大捷,其国有女王,曰维多利亚,则惊曰:眇乎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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徼,出女豪杰乃尔,堂堂满清,反无一个是男儿耶。后读《海国图志》,有曰英俗贪而悍,尚奢嗜酒,惟
技艺灵巧,当时谓为信然。及前年游于英都,留两载,徐察其政俗,有以知其不然。今女王不过含饴

弄儿孙耳,而百姓议会(指众议院)权最重,诸侯议会(指参议院)亚之,其被抡于众,为民委官者,大
抵学明行修之人也,有敬天爱人之心者也,有克己慎独之工夫者也,多更世故、长于艰难之人也,而
权诈獧薄之徒不与焉。其俗则事上帝,尊礼拜,尚持经,好 济贫病者……凡百之事,官府之所为,
十居其一,人民之所为,十居其九,然而其所谓官府者,亦唯为民人而设之机关耳,如贪权势、擅威刑

之事毋有也。抑以通国之广、人民之众,岂不有奸宄不法之徒乎,然审其大体,则称曰政教风俗擅美

西方,可也。”他还写道:“余又近读西国古今隽杰之传记,观其皆有自主自立之志,有艰难辛苦之行,
原于敬天爱人之诚意,以能立济世利民之大业。”[5]卷一六,29 30 在中村敬宇看来,国家的强盛不是靠个

别明君,而是靠议会制度及其议员的素质,归根结底有赖于全体国民的素质以及造就这种素质的社

会风俗及教育,而其实质则主要体现为“敬天爱人”的基督教精神。早在赴英前,中村敬宇就认识到

风俗的重要性:“风俗之于国,犹元气之于人身也。善养生者,不恃药石而务养元气,元气实则百体

坚,百体坚则疾病奚由而生焉。善治国者,不恃法令而务正风俗,风俗正则国本固,国本固则祸乱何

自而起焉。”[5]卷三,4赴英后,他发现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先进国家的治国之本,认识到以基督教精

神为核心的西方近代政教风俗培养了人的“敬天爱人”之心,塑造出高尚的绅士人格。
另一方面,凭借其深厚的汉学功底,在进一步深入研读儒学经典及日本儒学者的著作后,中村

敬宇认识到东方儒家学说中富含“敬天爱人”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关于“敬天”的思想,他举例道:
“仲虺之诰曰:钦崇天道,永保天命。说命曰:明王奉若天道。诗曰:敬天之怒,罔敢戏豫。孟子曰: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张子曰:乾称父,坤称母。朱子曰:见古圣贤,朝夕只见那天在眼前。
薛文清曰:天地者吾父母也,凡有所行,则知顺吾父母之命而已。又曰:敬天之心,瞬息不敢怠。又

曰:敬天当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谓能敬天者妄也。贝原益轩曰:或问儒者一生之事业、平日

之工夫何如。曰:事天而已。事天之道何如。曰:仁而已。为仁之道何如。曰:存心养性者,所以仁

之体立也;爱育人物者,所以仁之用行也,乃所以事天也。敬天之说盖如此。”[5]卷三,1 5 关于“爱人”的
思想,则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鲁恭曰: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一物

有不得其所,则天气为之舛错,故爱民者,必有天报。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心必有

所济。西铭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颠连而无告也。真西山

曰:为政者,当体天地生万民之心,与父母保赤子心,有一毫之惨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

也。薛文清曰:处乡人,皆当敬而爱之,虽三尺童子,亦当以诚心爱之,不可侮慢也。爱人之说盖如

此。”[5]卷三,1 5 1 6据此,中村敬宇认为“敬天爱人”并非基督教及西方文化所特有的思想因素,它也代表

了中国及日本儒家文化的思想传统。
为了进一步阐明东西方“敬天爱人”思想以求两者会通,中村敬宇着重论述了下列观点:(1)“敬

天”与“爱人”合一。以中村之见,“敬天”与“爱人”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
他说:“天者生我者,乃吾父也;人者与吾同为天所生者,乃吾兄弟也。天其可不敬乎。人其可不爱

乎。”[5]卷三,1 6换言之,天乃我之父母,故应敬之;人乃我之兄弟,故应爱之,因为人我皆为天之所生。
中村敬宇又说:“敬天,故爱人。爱吾同胞,由于敬吾父。”[5]卷三,1 7由此说明“敬天”是“源”和“本”,“爱
人”是“流”和“用”。关于两者的辩证关系,中村敬宇进一步分析道:“敬爱不可相离。天者,尊乎人

也,故敬为主,而爱在其中;人者,与我同等也,故爱为主,而敬在其中。”[5]卷三,1 7(2)“天心”与“人心”
合一。中村敬宇说:“天者无形而有知,无质而无所不在,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勿论人之言动,不循

其昭鉴,乃一念之善恶动于方寸,亦不漏其视察。王法之赏罚,时有所不及,天道之祸福,虽速迟异,
而决无所愆。盖天者理之活者,故无质而有心。”[5]卷三,1 6至于天以何为其心及其根据何在,中村敬宇

明确指出:“天以何物为心,曰以仁义为心。曰由何而知之,曰由造化之迹而知之。观乎日月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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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寒暑之所以推更、万物群汇之所以生育,岂不足以窥其大慈大惠之一斑乎。观乎祸福报应之

验于人世者,岂不足以察其义刑义赏之一端乎。”[5]卷四,1 3 1 4 因此,中村敬宇强调,天心“即好生之仁

也,人得此以为心,即爱人之仁也。故行仁,则吾心安而天心喜矣,行不仁,则吾心不安而天心怒

矣”[5]卷三,1 6。(3)“道理”与“德行”合一。在通过上述两点诠释了“敬天爱人”思想的理论意义后,中
村敬宇又试图揭示“敬天爱人”思想的实践价值,即努力将“天道”转化为“人伦”。他分析道:自古善

人君子因“知头上常有天之监临者,则诚意慎独之功,自不容于不至也;知有俨然尊乎我者,则虔洁

奉事之心,自不容于不切也”[5]卷四,14。于是,“以诚敬行己,以仁爱接人,随境地之所遇,尽职分之当

然,原于良心之是非,求合于天心之默许”,对自己能做到“极富贵而不骄,立勋绩而不矜,受穷苦而

不忧,跌功名而不沮,虽被祸害受阨灾而快乐之心不为少损”[5]卷三,1 6,对他人则能做到“彼此协力,小
大同心,智恤愚,强扶弱,富济贫,众不暴寡,邦国如一家而福利崇焉”[5]卷三,1 7。由此,中村敬宇指出

基督教文化可以培养西方人的信心、望心、爱心,而东方儒家文化也同样可以培养人的“敬天爱人”
之心和“克己慎独”之德。这说明在造就西方绅士人格和东方君子人格这一点上,由于东西方文化

均包含“敬天爱人”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实质,其历史作用和影响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中村敬宇参酌东西方“敬天爱人”的思想因素和传统并努力加以融合和会通,认为

“不论古今,也不论东西南北,生民之所具、所行之道德,大抵通而为一,大同小异”[6]32 7,并提出了

“古今东西道德一致”的著名论断,从而构成中村敬宇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观点,也是其东西文化

观的特色之所在。在此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中村敬宇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先后发表《支那

不可侮论》《汉学不可废论》等文,批驳当时日本片面追慕西方文化而全盘否定儒家文化的思想,与
此同时,他热心与王韬、黄遵宪等晚清中国文人、学者交游,探讨彼此关注的问题,从而谱写了近代

中日文化交流的绚丽篇章。

二、中村敬宇与晚清中国人的交游和对话

(一)王韬访日及其与中村敬宇的交游

中村敬宇对汉学及儒学有深厚的造诣,同时他又以擅长用古汉语写作而名世。日本近代著名

哲学家井上哲次郎曾称道中村敬宇乃“明治年间秀绝的文章家”[1 1]。《敬宇文集》中收录了中村敬

宇生前撰写的大部分文章,其中便包含了他为王韬《扶桑游纪》所写的序文,该文简要地介绍了王韬

1 87 9 年游历日本的缘起、经过等,成为后人了解这一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盛事的重要文献。
王韬在他生活的时代堪称率先接受西学、走出国门的中国先进人士,也是近代中国开展中外文

化交流的先驱。早年他任职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开办的墨海书馆,协助那里的

外国来华传教士翻译西方科技著作。1862 年,他来到香港,结识了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并帮助他

翻译《尚书》《诗经》《春秋左传》等儒学经籍。五年后,他受理雅各之邀远赴英国,在助其翻译《易经》
《礼记》的同时游历各地,并在牛津大学发表汉语演说;他也顺道访问法、俄等国,结识了儒莲

(S.Julien)等欧洲汉学家。1870 年,王韬伴随理雅各回到香港,继续从事翻译工作,同时创办了《循
环日报》,评论时政,宣传变法自强的思想。这一时期,王韬对世界大势及国际形势也十分关注,普
法战争爆发后他即在精通英语的张宗良等人的帮助下开始撰写《普法战纪》一书,并于 1 87 3 年刊

印。此书因有助于时人了解这场战争以及欧洲的形势,被广为传诵,不仅在中国多次重印,而且迅

速流传到日本。据日本《邮便报知新闻》主编栗本锄云在《王紫诠(王韬)来游》一文中的记载,若干

年前他在上海购得《普法战纪》,书中对战争过程的生动描述和作者充满新意的评论给他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他认为这是自欧阳修《新五代史》以来罕见的史学杰作,于是邀请中村敬宇、重野安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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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加上句读并训点,于 1 878 年由陆军文库刊印[12]3 9 2 3 9 3。当时的日本知识阶层读了该书后给予

高度评价,如汉学家冈千仞称赞道:“《普法战纪》传于我邦,读之者始知有紫诠王先生,以卓识伟论,
鼓舞一世风痺,实为当世伟人矣。”[1 3]23 7不妨说《扶桑游纪》在日本的传布为王韬访日提供了直接的

契机,正如美国学者柯文(P.A.Cohen)所指出的,“王韬在日本的名声部分是由从香港返国的日本

人的报道所致,但主要还是由于他的《普法战纪》一书带来的”[14]。因为正是这批读了《普法战纪》
的日本文人、学者向他发出了访日的邀请①。

关于邀请王韬访日的具体情况,日本学者龟谷行介绍道:“戊寅(1878)之春,余与栗本匏庵(栗
本锄云)、佐田白茅探梅于龟井户,归途饮于柳岛。匏庵曰:吾闻弢园王先生者(王韬)今寓粤东,学
博而才伟,足迹殆遍海外,曾读其《普法战纪》,行文雄奇,其人可想,若得飘然来游,愿为东道主。白

茅曰善矣。余友寺田士弧曾至南海,与先生善,乃有东游之约。士弧与重野成斋(重野安绎)、冈鹿

门(冈千仞)诸人,遂欲邀之。余告以匏庵言,于是成斋始与匏庵交。匏庵每置酒会友,未尝不津津

乎王先生也。己卯(1879)之夏,先生遂航海而至。”[1 3]6 7中村敬宇的记述也印证了上述有关情况,他
写道:“呜呼,人生朋友之际,声应气求,肝胆相照,千里来会,恨相见晚者,夫岂偶然哉,无非由于我

有诚以感,彼有诚以应,缠绵牵合,交孚凝聚,而遂成一大盛事也,余于王弢园先生游吾邦之事而益

知其然也。忆四五年前,余于重野成斋机上始见《普法战纪》,时成斋语余曰:闻此人有东游之意,果
然则吾侪之幸也。察其意,若缱绻不能已者。其后栗本匏庵过余而论文,酒半睨余曰:吾既与佐藤

白茅诸子游梅园,盟于暗香疏影之下,约共招王弢园,子亦不得不与此盟矣。盖成斋与匏庵之景慕

先生,出于诚意如此。其他如冈天爵(冈千仞)、龟谷省轩(龟谷行)、寺田士弧等,皆先于先生之未东

游而感召牵引,亦与有力焉。明治十一年(此误,实为明治十二年),先生遂来游。”②[1 3]1 5 3 1 5 5 中村敬

宇先为《普法战纪》训点,后又参与邀请王韬访日,可见他为促成这一盛事做出了较大贡献。
在中村敬宇等人的共同策划、推动下,1879 年 4 月 2 9 日王韬从上海启程赴日,同年 8 月 3 1 日

返回上海,后撰写《扶桑游纪》,详细记载了此次访日的经过。据载,他游历了长崎、神户、大阪、京都

等地,5 月 1 5 日抵达东京。当天,他拜访了任职于文部省的重野安绎、任职于大藏省的松方正义等

人,这些人午后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王韬也在宴会上见到了栗本锄云等人。当月 2 1 日的

《邮便报知新闻》报道了王韬访日的消息以及他的作品等[1 5]。此后,王韬除观光外几乎每天都要会

见日本友人。据有的专家考证,王韬在日期间会见的日本人已逾百名[1 6]。中村敬宇曾对这种盛况

描述道:“都下名士,争与先生交,文酒谈讌,殆无虚日,山游水嬉,追逐如云,极一时之盛。”[1 3]1 5 5 据
《扶桑游纪》记载,王韬与中村敬宇见面主要有两次。5 月 2 9 日,王韬往访《邮便报知新闻》主编栗

本锄云未遇,报知社老板小西义敬设宴招待王韬,中村敬宇即在座。中村敬宇对王韬说:“贵国文人

学士游敝邦者,百余年间,时时有之,如先生者,可谓后来者驾而居上。”王韬答道:“前世不可知,若
明朱舜水、张斐文、沈克异、载曼公等人,节义文章,炤耀后人,仆盖已叹来游之殊晚,而深欣吾道之

不孤。”[1 3]83并赠诗中村敬宇曰:“修文馆里曾相见,知是骚坛擅盛名。自愧东游真草草,未携行卷谒

先生。”[1 3]82 8 月 2 1 日,王韬与中村敬宇再次见面。这天重野安绎等日本友人在中村楼设宴饯别王

韬。席间,王韬挥笔写下长诗,在座的其他宾客也都写诗与之唱和。中村敬宇的诗曰:“闻紫诠先生

将归,赋此寄呈。飘然乘兴日东游,才学如君乏匹儔。笔役风雷多逸气,胸罗星斗足奇谋。久思对

榻纵谈未,能肯名车来访不。那忍匆匆分手去,天涯好会再难求。中村敬宇送紫诠先生南归即席赋

呈。”[1 3]22 3生动地表达了依依惜别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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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访日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而隆重的欢迎,固然因为中日两大民族间长期存在的友谊,日本

人视他为中国文人的代表,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更主要的“是王韬‘逍遥海外作鹏游,足遍东西

历数洲’,深为渴望了解世界、走向世界的日本知识分子推重”[1 7]148。中村敬宇也曾表述了类似的

看法:“夫清国之人游吾邦者,自古多矣,然率皆沽客,而又限于长崎一方。近来韦布之士来东京,间
有之,然其身未至而大名先闻,已至而倾动都邑,如先生之盛者,未之有也。抑先生博学宏才,通当

今之务,足迹遍海外,能知宇宙大局,游囊所挂,宜其人人影附而响从也。”[1 3]1 5 5 1 5 6 王韬在日本交游

甚广,结识的朋友中固不乏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人士,但大多是以重野安绎、冈千仞为代表的热

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而像中村敬宇这样的“洋学者”却为数极少,由于他们均在英国生活过,两人

之间的共同语言自然相对多一些。这方面虽限于资料不得而知,但王韬在与不少日本友人交谈的

过程中也表达或流露了他的一些看法和态度。当重野安绎把他称为“今时之魏默深(魏源)”,甚至

认为“默深未足以比先生”时,王韬说:“当默深先生之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长

一说,实倡先声,惜昔日言之而不为,今日为之而犹徒袭皮毛也。”[1 3]48 4 9在与西尾为忠讨论“中西诸

法”时,王韬针对当时一些人盲目崇洋而不顾国情的做法,指出:“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
则合之道矣。”[1 3]103他读了冈本监辅的《万国史略》后认为:“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
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又其病在行之太骤,而摹之太似

也。”[1 3]1 30相对来说,王韬比较肯定日本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的态度,即“师其所长而掩其所短,亦
欲求立乎泰西诸大国之间,而与之较长絜短而无所馁也”[18]5 9。本着这种见解,他批评洋务派学习

西方仅限于器物和技术层面,而主张在科举、学校、法律等方面开展较为全面的改革,从而对维新变

法运动的兴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就中村敬宇而言,他主张学习西方应不局限于器物和技术的“形
而下”层面,而向人伦之学、政事之学、律法之学的“形而上”层面推进,并认为“敬天爱人”是东西方

文化共同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实质。面对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王韬和中村敬宇提出的改革方案虽

不相同,侧重点也不一致,但在深化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不乏异曲同工之妙。

(二)《同人社文学杂志》:中村敬宇与黄遵宪的诗文对话

王韬访日期间结识了不少友人,其中也包括驻日公使馆的中国官员,主要是驻日公使何如璋、
副使张斯桂以及参赞黄遵宪,何如璋甚至想招募王韬入职公使馆。就在王韬离日后不久,黄遵宪致

函曰:“相聚不多日,匆匆告归,此怀何可言……宪与阁下虽新相知,而钦仰高谊已久。星使(何如

璋)尤爱重公,意欲罗致幕府。顾以南岛属藩之事,波澜未平,行止靡定,虽经上书当路,而此间属员

有额,方且告归请撤,未便增设……惟宪私心窃冀亟欲得阁下共处朝夕,时领教益,今既不能,因是

独介介耳。”[1 9]30 1黄遵宪仰慕、求教王韬的诚意跃然纸上。信中还写道:“阁下此来,东国(日本)文
士齐声赞叹无异词。”[1 9]302 对王韬访日予以高度评价。此后,黄遵宪不断将自己的《日本杂事诗》
《日本国志》等作品赠送王韬以求其指教,两人长期保持通信联系,建立了终身的友谊。

如果说王韬访日尚属“走马观花”,对日本了解有限,他本人身上也染有风流倜傥的文人习气,
那么黄遵宪以外交官的身份驻日多年,则对日本现状及历史的方方面面都有较为细致、深入的观察

和研究,并在《日本杂诗事》《人境庐诗草》中留下了许多记载,最后汇编撰成专著《日本国志》,所以

他堪称一位从事日本研究的严谨专家。1877 年黄遵宪应何如璋之请,以清朝驻日公使馆参赞的身

份随何东渡日本,1882 年他奉命前往美国旧金山出任驻美总领事。驻日五年间,他利用外交官身

份之便,结识了伊藤博文、榎本武扬、大山巌、重野安绎、中村敬宇、冈千仞、宫岛诚一郎、源桂阁(大
河内辉声)等众多政治家、文人、学者。黄遵宪与中村敬宇之间多有诗文往还,彼此围绕中日文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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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开展了深度对话,黄遵宪写的若干诗文还经中村敬宇推荐发表于《同文社文学杂志》①,在近代中

日文化交流史上别开生面。
黄遵宪驻日之际,正值中村敬宇积极致力于启蒙宣传活动及文教事业之时。在此期间,中村敬

宇相继翻译出版了《西国立志编》和《自由之理》。他关心日本的女子教育和师范教育,1875—1880
年间出任东京女子师范学校的摄理(校长),并开始从事创设训盲院的活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1876 年他主持创办了《同人社文学杂志》,该杂志内容丰富、新颖,不仅发表了阐述卢梭《社会契约

论》的文章,而且发表了中村敬宇本人论述女子教育和介绍英国盲人音乐师范学校的文章,而黄遵

宪的若干诗文也刊印其中。由此可见,《同文社文学杂志》不仅是中村敬宇本人及日本知识分子宣

传西学的重要平台,也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窗口之一。
为了解和掌握日本女子教育及幼儿教育的真实状况,黄遵宪曾托付中村敬宇为之采集东京女

子师范学校师生的绘画,中村敬宇就此写道:“黄公度(黄遵宪)以绢嘱绘于东京女子师范学校教员

及生徒,各经写就,并缀俚言,伏希鉴政。”并亲自赋诗曰:“画法来中夏,俊逸贵高雅。泰西巧写生,
但觉韵味寡。有耕霭女史,能事兼二者。进境何可量,精神常倾泻。婀娜女弟子,丰姿生笔下。相

与绘群芳,五色灿如也。岭南黄赞府(黄遵宪),下交情不假。征画感虚怀,因之各力写。吾亦妄涂

鸦,题诗愧庸野。工拙且休论,欲附骚人社。”[20]黄遵宪收到上述画、诗后复函中村道:“伻来,奉到

尺书并素绢。此诗此画,可称双绝,将永藏筪笥为子孙宝,岂第屏幛生辉已也。诗称耕霭女史兼中、
东(日本)、西能事,果然不谬,画家有南北合法,今更上一筹矣。乞先寄声致谢,容日将觅土物,附以

拙诗,亲诣学校谢之。梅雨连绵,凉燠不定,惟珍卫为祷。卜日当偕二三友人来观学校,再图良

晤。”[20]黄遵宪在信中高度赞扬师生的画和中村的诗,并表示将择日参观东京女子师范学校。不

久,他走访了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并欣然写下三篇诗文[1 9]24 2 5。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积极创立近

代学校教育体制,女子教育和幼儿教育即为其中的重要环节。黄遵宪在诗文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

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幼儿园成立的背景及经过,着重介绍了其教学内容和方法,指出它们主

要导入和借鉴了西方近代教育的模式,并表示了肯定和赞赏。在此基础上,日后黄遵宪又在《日本

国志》中以“学术志”为题,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日本近代学校教育制度[1 9]1420 1 42 6。19 世纪八九十年

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刚刚起步,女子教育和幼儿教育尚十分落后,在此之际黄遵宪率先将日本教育改

革的有关信息传入中国,其意义自不待言②,而中村敬宇对此所做出的贡献也不可埋没。
黄遵宪同意王韬对当时中日两国部分人士盲目崇洋而不顾国情的做法的批评,并试图从历史

的角度进一步说明中国文化及其传统不能全盘否定和抛弃。在阅读日本人撰写的《牛渚漫录》后,
黄遵宪应邀写了一篇序文发表在《同人社文学杂志》上,文中指出:“西人之学,每偏于趋新,而吾党

之学,每偏于泥古。彼之学术技艺,极盛于近来数十年中,古不及今,其重今无足怪也。吾开国独

早,学术技艺,数千年前已称极盛,吾之重古人,古人实有其可重者也。不究其异同,动则剿袭西人

知新之语,概以古人之所见斥为刍狗,鄙为糟粕,呜呼,其可哉!”中村敬宇在此文后附记道:“敬宇

曰:黄公度先生此论,精确不磨。”[21]黄遵宪驻日期间,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方兴未艾。1878 年 1 1 月

1 6 日,在与源桂阁等人的笔谈中,黄遵宪写道:“近者士风日趋于浮薄,米利坚自由之说,一倡而百

和,则竟可以视君父如敝屐。”[1 9]6 70他又撰《皇朝金鑑序》一文发表于《同人社文学杂志》,指出:“余
窃以为天下者,万国之所积而成者也。凡托居地球,无论何国,其政教风俗,皆有善有不善。吾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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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日,有可得而变革者,有不可得而变革者。其可得而变革者,轮舟也,铁道也,电线也,凡可以务

财、训农、通商、惠工者,皆是也。其不可得而变者,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凡关于伦常、纲纪者,皆
是也。”中村敬宇在此文之后附记道:“余少时作《穆理宋韵府钞叙》,以可变者与不可变者,两两对

比,颇与此文暗合。”[22]遂将《穆理宋韵府钞叙》一文刊于其后,该文中写道:“天地之所复载,人物之

所蕃生,邦各有俗,民各成风。百尔制度,鲜有不异者,而至乎父子、君臣、夫妇、昆弟、朋友之伦,则
未尝不同也……自乾坤出开以来,政治风俗之变,何啻千万,盖亦古今代谢,不可已之势也,至于纲

常伦理,则未尝少变。其不可恃者,时势之变也,其可恃者,民彝之不变也……今之时既异乎古之

时,今之政独可同古之政乎,唯留心于纲常伦理,则有可恃者存焉。”[23]这说明,当时黄遵宪和中村

敬宇均努力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角度理解与把握中日现代化改革的方向和趋势①。
赴英后的观察、研究和体验使中村敬宇确信所谓“不可变者”及“可恃者”乃“古今东西一致道

德”,其核心是“敬天爱人”的观念,它既集中体现了基督教精神,也存在于儒家学说之中,因而体现

了东西方文化共同的思想要素及精神实质。基于这种观点,中村敬宇不但认为东西方文化不存在

对立,甚至认为基督教和西方科技也在儒学范围之内。他说:“呜呼,孔子之道,行于欧罗巴,孙子兵

法,用于欧罗巴,而我亚细亚或有不及焉,可胜叹哉! ……或疑欧罗巴宗教则尚耶稣,理学则宗培

根、牛董(牛顿)等,何以言孔子之道行于欧罗巴也。曰:余之所谓孔子之道云者,指其实也,非指其

名也。孔子言仁爱,言忠恕,而彼之所以教于家而施于政者,实亦不外于此道矣。孔子言致知,言格

物,而彼之所以穷物理而利民用,实亦不外于此道矣。由是观之,则彼耶稣者,培根者,牛董者,岂不

在于孔子范围之中耶。”[5]卷一三,8 9黄遵宪却不赞同中村敬宇的这种观点。他批评道:“西学既盛,服
习其教者渐多,渐染其说者益众。论宗教,则谓敬事天主,即儒教所谓敬天;爱人如己,即儒教所谓

仁民;保汝灵魂,即儒教所谓明德。士夫缘饰其说,甚有谓孔子明人伦,而耶稣兼明天道者。”[1 9]14 1 4

关于这一点,有学者也曾明确指出,中村敬宇“是黄遵宪在日本的友朋中对西学最有认识的人,曾与

黄遵宪讨论西学及基督教问题。但黄遵宪其时对基督教并无兴趣,亦不觉得基督教对中国有何好

处”[24]2 6 7。
以黄遵宪之见,基督教“敬天爱人”之说及西方近代科技源于墨子的学说。他曾明言:“余考泰

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其谓人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汝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

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至于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备攻备突、削
鸢能飞之绪余也。而格致之学,无不引其端于《墨子·经》上下篇。”[1 9]1 3 9 9他又引用墨子的《尚同篇》
《兼爱篇》《天志篇》《法仪篇》《尚贤篇》《非输篇》《鲁问篇》等文,撰成《钞出墨子中与西学相合者》一
文发表于《同人社文学杂志》,以佐证自己的观点。同时,他致信中村敬宇,强调:“仆向读墨子,以谓

泰西术艺,尽出其中。至尚同、兼爱、尊天诸篇,则耶稣之说教;米利坚之政体,亦隐括之。自明利玛

窦东来,吾国始知西学,当时诧为前古未闻,不知两千余年之前已引其端。乃知信昌黎(韩愈)一生

推许孟子,而有孔必用墨、墨必用孔之言,盖卓有所见也。”并说:“仆曾钞出墨子中与西教相合者数

节,今以敬呈。先生学综汉洋,幸为仆断其是否。”[26]中村敬宇在收阅《钞出墨子中与西学相合者》
一文后写道:“余未读墨子,忽得公度先生此抄本,始惊其见识卓然,真有不可磨灭者焉。”[25]在赠别

黄遵宪的诗中,中村敬宇又述道:“公度先生轩霞表,使我对之俗念了。一夕谈话十年书,如泛大海

采异宝。尝论墨子同西说,卓识未经前人道。”[27]

黄遵宪的上述观点可谓当时流行于中国的“西学中源说”的产物,虽未能获得科学的证明,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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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遵宪后出使美、英等国,对西方近代政教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其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外学者对此均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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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敬宇的东西文化观一样,其表现出来的尝试融通东西方文化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

三、中村敬宇著作、译作在晚清中国的导入

(一)从《教会新报》到《万国公报》:《拟泰西人上书》的初刊及再刊

引人注目的是,《同人社文学杂志》不仅刊登了黄遵宪的若干诗文,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产生了

影响,也刊载了近代来华欧美传教士的文章。中村敬宇曾将美国来华传教士林乐知(Y.J.Allen)
的《中西关系略论》翻译成日文刊于《同人社文学杂志》。该文论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并呼吁清政府与各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28]。后《同人社文学杂志》又刊载了中村敬宇题为《中
西关系论题辞》的两首诗作:“中西关系尚须论,况乃车书谊久敦。只使二邦(中日两国)盟带砺,河
清海晏谧乾坤。”“中东(中日两国)和好善坚持,外国其谁敢侮之。同运连枝宜协力,愿相爱敬莫相

疑。”[29]表 达 了 他 本 人 希 望 中 日 友 好 的 真 挚 愿 望。再 如,他 将 英 国 来 华 传 教 士 韦 廉 臣

(A.Williamson)于 1 870 年出版的 J ourney s in North China,Manchuria,and Eastern Mongolia:

With Some Account of Korea 的部分章节翻译成日文发表于《同人社文学杂志》[30]47。该文介绍了

中国的自然环境、政治、商业、文化以及留学生、学者等内容,最后把亚洲的前途寄托于中国[3 1]。事

实上,正是由于林乐知和韦廉臣的努力,中村敬宇的代表作《拟泰西人上书》才得以传入中国①。
韦廉臣最初于 1 85 5 年从苏格兰渡海来华,在上海传教,两年后回国,1863 年再度来华,在烟台

传教。1877 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议决成立益智书会,负责编写教科

书,以供教会学校使用,韦廉臣担任该会秘书。次年,他因病回国。1884 年,韦廉臣在苏格兰组织

同文书会进行募捐活动,用所募钱款购置印刷机器,在上海设厂印刷中文书籍。不久苏格兰同文书

会因故解散,韦廉臣第三次来华,并联络林乐知等人于 1 887 年在上海成立同文书会,后于 1 894 年

改名为广学会。另一方面,林乐知于 1 860 年从纽约渡海来华,在上海传教。1868 年,他创办中文

周刊《中国教会新报》,次年改名《教会新报》,主要刊登传播基督教教义的文章以及中国教会活动的

报道,偶尔也刊载教育方面的新闻。因《教会新报》的内容偏于宗教方面,其发行量严重受限,遂于

1 874 年改为月刊《万国公报》,并于 1 887 年成为广学会的机关报,此后它便成为晚清影响最大的传

播西学的杂志之一。《教会新报》创刊第四年曾连载署名“日本人”的《拟泰西人上日本国君书》一
文[32],据考证,此文即为中村敬宇的《拟泰西人上书》②。1877 年 1 月《万国公报》再刊该文,无署

名,题目改为《拟泰西人上书》,编者加按语道:“此书系由烟台韦廉臣先生寄来,后附评语,嘱登公

报。查此则本书院已于《教会新报》第四年报中业经登过,兹蒙寄嘱再列,且其书中亦多利益,再后

有评语,颇为确当,特申明再登之,由供诸同好是幸。”[33]可见,《拟泰西人上书》传入中国实为林乐

知和韦廉臣两人努力的结果。
在《拟泰西人上书》中,中村敬宇以“外臣”自居并模仿西洋人的口吻,先赞扬明治维新后日本在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改革并取得显著成效,总结道:“凡此等新法新政,莫非取外国之

善,收他邦之长者,自非有陛下宽大之量,与人民自新之心,何以臻此,是实外臣之所称赞而不已

也。”[5]卷一,6然后笔锋一转,指出:“然此等,究不过西国之糟粕焉耳,顾至其精神,则殆如胡越之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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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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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焉,此西国人之所窃笑,而外臣之所为陛下惜者也。”[5]卷一,7 接着,中村敬宇切入正题道:“陛下其

亦知西国之所以富强乎。夫富强之原,由于国多仁人勇士,仁人勇士之所以多出者,莫非由教法之

信心、望心、爱心者,西国以教法为精神,以此为治化之源,匪独此也,至于妙绝之技艺,精巧之器械,
有创造者,有修改者,其勤勉忍耐之大势力,莫一不根于教法之信、望、爱三德者。盖今日西国之景

象者,不过教法之华叶外茂者,而教法者实为西国之本根内托者,贵国喜其枝叶之美,欲尽得之于

己,百方试学,不愧如猴猿之为,而顾遗其所由之本根,其亦惑矣。”[5]卷一,7并一再强调:“西国治化之

美,文艺之善,机器之巧,贵国之所艳慕者,皆末流也。西国之教法,贵国之所嫌恶者,其本源也。今

贵国喜其末流,而恶其本源,可谓惑矣。”[5]卷一,8“善树结善果,恶树结恶果。今日之开化日新者,果
也。教法者,树也。陛下若以西国之果为善耶,则请无疑于其树之善也。”[5]卷一,9 在中村敬宇看来,
所谓议会、学校、通信、技术等皆是基督教精神带来的“华叶”,也不过是西方文化的“糟粕”,而其“本
根”则是基督教精神,这才是西方文化的精髓,归根结底就是要造就具有“敬天爱人”之心和“克己慎

独”之德的“仁人勇士”。在《拟泰西人上书》中中村敬宇秉承和发扬了其一贯的观点,从这一点来看

可以说并无新意,但他运用了诸如“华叶—本根”“末流—本源”“果实—树木”这类表述方式,遂使其

观点进一步形象化、生动化,并彰显出深入浅出的特色,从而更具说服力、感染力。正因如此,日本

著名学者吉田造作指出阅读此篇后“惊叹中村先生持有独特而卓异的见识……故不得轻视本篇及

与之相关的诸篇在明治思想史上的意义”[34]解题,10。韦廉臣也高度评价该篇“情真语挚,言大而不邻

于夸,意刻而不失之薄,非深识治体、洞悉利弊者不辨”[33],充分肯定了《拟泰西人上书》对近代日本

学习西方所具有的借鉴价值。
与此同时,韦廉臣借机向中国人介绍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现代化改革的概况。他在“评语”中写

道:“是书(《拟泰西人上书》)上后,日本之君臣奉为圭臬,亿兆化之,设立讲堂,以读书谈道为务,其
政教号令之革新鼎故者不可枚数,而尤得力于泰西者有二,曰造器曰用人。”在“造器”方面,他列举

轮船、铁道、电信等设施;在“用人”方面,他指出日本在颁布近代学制的基础上创立了包括大学、中
学、小学的三级学校体制,“文人学士丛集其中,养贤育德,以为异日教育之资……即匹夫匹妇莫不

读书,教化兴人才自盛,其势然也”[35]。与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一样,中村敬宇的《拟泰西人上

书》及韦廉臣的上述介绍在晚清中国可谓最早传入了明治维新的有关信息,有助于当时中国人了解

近邻日本现代化改革的最新动态,并从中获取教益和启示。

(二)梁启超与《西国立志编》在晚清中国的引介

如前所述,中村敬宇从英国回日本后投身于启蒙宣传活动及文教事业,尤以翻译《西国立志编》
和《自由之理》而成为明治启蒙思想家。中村敬宇之所以翻译《西国立志编》,一方面是因为他始终

坚信日本应向西方学习的并非军事、技术、经济等有形之物,而是隐藏在这类有形之物背后的无形

的民族精神及社会风气,他自述道:“余译此书,客有过而问者曰:子何不译兵书。余曰:子谓兵强则

国赖以治安乎,且谓西国之强由于兵乎。是大不然。夫西国之强,由于人民笃信天道,由于人民有

自主之权,由于政宽法公。拿破仑论战曰:德行之力,十倍于身体之力。斯迈尔斯曰:国之强弱,关
于人民之品行。又曰:真实良善为品行之本。盖国者人众相合之称,故人人品行正则风俗美,风俗

美则一国协和,合成一体,强何足言。若国人品行未正,风俗未美,而徒汲汲乎兵事之是讲,其不陷

而为好斗嗜杀之俗者几希,尚何治安之可望哉。”[5]卷五,6他认为西方的富强不是源于“兵强”,而是源

于“人民有自主之权”和“政宽法公”的民主制度,而这种制度又源于“人民笃信天道”“真实良善”的
品行和风俗。另一方面,《西国立志编》主要面向 1 9 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下层以及广大劳动群众,
以论述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及其伦理道德为重点,这在中村敬宇看来更符合其改造日本人民的民

族素质、提高其国民道德与品行的初衷和愿望。《西国立志编》出版后深受日本读者欢迎,在明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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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多次被用作小学修身教科书[4]27 9。据日本学者介绍,《西国立志编》对日本近代民众“自立论”及
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36]2 9 7 3 9 6。因此,《西国立志编》难逃同为启蒙思想家的梁启超的

慧眼,深深打动了他的心。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日期间,梁启超广泛阅读各种日文书籍,不仅接触到以

弗兰西斯·培根、笛卡尔、卢梭、康德、孔德、约翰·穆勒等人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思想,也熟知吉田阴

松、福泽谕吉、中村敬宇、加藤弘之、中江兆民等日本思想家的学说。他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

报》等刊物,以“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中国”[37]文集之六,54为宗旨。作为在日本发表的

第一部著作《自由书》,梁启超收入了他平时撰写的文章,其中包含依据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所写

的《文野三界之别》、介绍加藤弘之进化论思想的《加藤博士天则百话》,同时收录了中村敬宇为《西
国立志编》所写的六篇序及题为《书西国立志编后》的跋。他介绍道:“日本中村正直者,维新之大儒

者也,尝译英国斯迈尔斯氏所著书,名曰《西国立志编》,又名之为《自助论》,其振起国民之志气,使
日本青年人人有自立自重之志气,功不在吉田(吉田阴松)、西乡(西乡隆盛)下矣……今将其各编之

序录出,虽尝鼎一脔,犹足令读者起舞矣。”[37]专集之二,1 6

继《自由书》之后,梁启超撰写《新民说》等论著,努力塑造近代国民的形象,并强调近代国民必

须具备“独立自尊”的意识,主要表现在经济上的“自立”和政治上的“自治”。他在自己的论著中常

引用《西国立志编》中“天常助自助者”这句名言。他曾说:“西谚曰:天常助自助者。又曰:我之身即

我之第一好帮手也。凡事有所待于外者,则其精进之力必减,而其所成就必弱。自助者其责任既专

一,其所成就亦因以加厚。”[37]文集之三,63 64此外,《西国立志编》中提到的拿破仑、哥伦布、士提反孙(现
通常译为“史蒂芬孙”)、瓦德(现通常译为“瓦特”)等欧美历史上的名人,也经常出现在梁启超的论

著中,成为他用来鼓励国人“自助”的典范。学界一般认为梁启超的“新民说”主要借鉴了福泽谕吉

关于“独立自尊”的思想,但从上述材料来看,《西国立志编》所倡导的“自助自立”思想对梁启超产生

的影响也不可小觑。
毋庸置疑,《西国立志编》主要阐明了西方特别是英国的近代伦理道德观,梁启超便以此为思想

资源进一步阐发其教育改革观。他指出:“英人之言曰:吾英人不以金钱财产留贻子孙,所留贻于子

孙者,金钱所不能购买、财产所不能蓄积之敢为活泼之精神,独立自活之能力而已。是以盎格鲁撒

克逊人种,类皆有强矫自助之风,彼其幼年童稚,在家庭学校之中,其父母教师,皆不视为附属之物,
务使活泼自由,练习世事,不依赖他人而可以自立,其自助之精神最强,虽艰阻而强立不返……惟英

人能发挥自立之志气,故能养成独立自营之伟大国民。”[37]文集之十四,7 在借鉴英国近代伦理道德观的

基础上,梁启超又指出近代英国的教育宗旨即在于塑造自主自立的人格,并认为此乃英国近代教育

的最大特色。他分析道:“英人常自夸曰:‘他国之学校,可以教成许多博士学士,我英之学校,则只

能教成人而已。’人者何。人格之谓也。而求英人教育之特色,所以能养成此人格者,则惟授之实业

而使之可以自活,授之常识而使之可以自谋。”[37]专集之四,73 他具体分析道:“其教育之宗旨,在养成活

泼进步之国民,故贵自由,重独立,熏陶高尚之德性,锻炼强武之体力,盖兼雅典斯巴达之长而有之

焉。英国之学校,特注重于德育体育,而智育居其末。若以学科之繁、程度之高论之,则英国之视诸

国,瞠乎后也,而绝大之学者、绝大之政治家、绝大之国民出焉。何也。其教育之优点,不在形质而

在精神。”[37]文集之十,5 6较之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主张“废科举”“兴学校”“重师范”等制度层面的改革,
到日本后其教育改革的重点已发展为创立近代教育宗旨、塑造独立自主的国民人格等精神层面,这
不能不说是由于他受到西方及日本近代价值观念特别是《西国立志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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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村敬宇认为近代人格的核心是具有“敬天爱人”之心,对此梁启超并不同意,有学

者指出,梁启超甚至因此在《自由书》中抄录中村敬宇为《西国立志编》所写的序跋时有意改动了原

文[38]1 1 9 1 2 0。但他们一致主张从国民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入手,通过对民众开展启蒙宣传工作来改

造其精神素质,从而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准和品行,就这一点而言,两人都接受了《西国立志编》的主

要观点。

四、结语:中村敬宇研究的当代启示

面对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及知识分子大多站在反

儒的立场上,其对儒学的批判在当时无疑起到了启蒙民众的积极作用,但他们片面接受近代西方的

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全盘否定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从而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与

此相反,中村敬宇对汉学及儒学有深邃造诣和深刻体认,认识到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强大的

文化潜能,并善于发现和阐扬中国文化的优秀遗产与传统。针对那些不顾历史传统、全盘否定中国

文化的论调,他回顾道:“吾邦于支那,为邻国……自千余年来,至于中古,礼乐文物,工艺器具,大抵

无不从支那朝鲜输入,儒佛二教即从两国传来。故于幕府时代,如朝鲜人来聘,其仪式甚为殷勤,且
择文人学士相结伴,彼等亦以选中为荣,笔谈问答,诗文往返,一时称盛。来自长崎商舶的支那人,
偶有有文事者,即为当时之汉学家所敬重,或相聚笔谈,或乞诗文之批正,如能得一言之褒,则视为

金玉也。然与欧美外交之事起,以至于百事以其为师,邦人或自以为在支那人之上,鄙视支那人之

弊遂起。”[6]324并指出这种数典忘祖的浅薄心态是不足取的。他进一步批评那些以文明开化自居而

蔑视中国的日本人:“今我邦之开化,为外人使之开化而非以自国之力而进步,有非用外人而为外人

所用之态,以不相应之薪金雇用外人……今我若以得欧美之一分之心情而鄙视支那人,恰如借人之

美服而鄙视穿着破烂者,岂不为有识者所讥笑耶?”[6]302 3 0 3 可见,对儒家学说和中国文化,中村敬宇

固然怀有尊敬的感情,但更持有理性的态度,体现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对于当下传

承和弘扬儒家学说的合理因素及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以增强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不乏启示价值。
然而,中村敬宇并非泥古不化的守旧派,早在明治初期即以翻译《西国立志编》《自由之理》等西

方近代名著而闻名遐迩,并积极从事启蒙宣传活动,对日本的现代化改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村敬宇超群卓绝的可贵之处,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待和处理东西方文化问题时成功地突破了非此

即彼的思维模式,试图理性地分析东西方文化的长短优劣,洞察和把握双方的特点,进而加以融合

与会通。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村敬宇“是用一种求同存异的发展眼光来看待儒学的”[39]34,可以

说他也是用这种眼光来处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会通的。明治维新后,面对日本汲取西方文化的

强劲势头,中村敬宇坚持汉学不可废的立场。在他看来,汉学不但在维系社会伦理、裨益世道人心

方面仍可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有助于人们理解和掌握西方文化的精髓。他主张寻求和发现儒学与

西学的“大同”之处,进而架起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这样无论儒学还是西学,皆可使其摆脱固有

的局限性,从而具有普遍的价值和意义。他说:“不论古今,也不论东西南北,生民之所具、所行之道

德,大抵通而为一,大同小异。”[6]32 7又认为:“盖道无古今东西之异,譬如太阳,天地间唯一而已。智

者悟其大同,而昧者则迷其小异。”[5]卷一四,10 进而把治学方法归结为“集众异以备思察,濯旧见以冀

新得”[5]卷五,10。对比参照,集思广益,舍其小异,取其大同,这就要求学者具有开放的胸怀、平等的精

神、包容的心态。事实上,中村敬宇与王韬、黄遵宪等晚清中国文人、学者开展文化交流的过程中,
虽主题内容不尽一致,方式方法也各不相同,但都采取了平等对话、求同存异的基本态度,即便看法

不同、观点各异,也未妨碍彼此的交流。如前所述,中村敬宇认为“敬天爱人”代表了基督教和儒学

的共同精神,黄遵宪不同意这种观点而主张基督教思想与墨子的学说多有吻合之处,中村敬宇得知

861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48 卷



后表示由衷的钦佩;梁启超也不赞成中村敬宇的上述观点,但这不妨碍他对《西国立志编》的积极引

介。在当代多元文化和跨文化交流日趋兴盛的国际大背景下,彼此尊重和相互理解的开放、平等、
包容的原则尤其值得坚持和倡导。

中村敬宇的东西文化观中还包含了人类和谐、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和诉求。早年中村敬宇在

探讨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时即认为一个国家必须立足于道义之上,坚持正义的立场,他反复指

出:“理直则克,曲则败……理义之强,天下莫不尚也。”[5]卷三,1 2 对西方列强侵略东方弱小国家的行

径谴责道:“外洋诸蕃,挟其强大,以逞亡厌之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5]卷三,6日后他坚持各国平

等的近代国际关系准则,又借鉴儒家关于大同的理想,进一步阐述道:“天生斯民,欲人人同受安乐,
同修道德,同崇知识,同勉艺业,岂欲此强而彼弱、此优而彼劣哉。”进而强调:“地球万国,当行学问

文艺相交,利用厚生之道,互相资益,彼此安康,共受福祉,如此则何有乎较强弱竞优劣哉。”[5]卷五,6

明确反对西方列强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暴贫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反观福泽谕

吉,早年他也提倡以“世界普遍的道理”为原则的平等的国际关系论,指出富强的欧美国家欺负贫弱

的亚非国家“则和大力士用腕力拧断病人的手腕一样,就国家权利来说是不能容许的”[40]。但随着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扩张,其思想逐渐向对外侵略的方向倾斜,无视并力图斩断日本与中国的历史

文化渊源关系,甚至主张日本加入西方列强的行列“奋起逐鹿中原(中国)”[41]3 1 3。章太炎曾说:“他
日吾二国(中国和印度)扶将而起,在使百姓得职,无以蹂躏他国、相杀毁伤为事,使帝国主义群盗,
厚自惭悔……是吾二国先觉之责已!”[42]3 7 6 孙中山也说:“中国古时常讲‘济弱扶倾’……中国如果

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
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43]742章太炎和孙中山的观点可以说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文化的

土壤之中。他们在这种传统的基础上,从保护弱小民族的天职与使命的高度表达人类和谐、世界大同

的诉求。在这一点上,中村敬宇与他们的心是相通的。诚然,19 下半叶至 20 世纪上半叶欧美发达国

家已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甲午战争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也

逐渐演变为帝国主义国家,对外侵略已成为这些国家的本质特征之一,因而要求它们能坚持平等、公
正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不现实的,就这一点而言,中村敬宇的思想可谓具有理想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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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ew of Eastern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Modern Sino-Japan Cultural Exchange:

Focusing on the″Alternative″Modern Japanese Enlightenment Thinker Nakamura Keiu
Xiao Lang

(College of Education,Zhej 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 1 0028,China)

Abstract:After the Meij i Restoration,most modern Japanese enlightenment thinkers,represen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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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i Arinori,Kato Hiroyuki and Fukuzawa Yukichi,took evolutionism as their ideological basis.They
admired Western civilization,and regarded it as the apotheosis of human civilization.They
advocated that Japan should abandon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East Asian culture which were
rooted in Confucianism.As an″alternative″ representative of modern Japanese enlightenment
thinkers,Nakamura Keiu was familiar with both Confucianism and Western learning.With his
own experience and study,he formed the idea of″worship of Heaven and love for mankind.″He
held that this idea was universal and formed the ideological elements and spiritual essence of
Eastern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The idea represented Nakamura Keiu's basic vie w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and reflected the unique features of his viewpoint.On this
ideological basis,Nakamura Keiu stressed the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Confucian culture.
He published″China Should Not Be Humiliated,″″Sinology Should Not Be Abandoned″and
other articles,criticizing the viewpoint that Japan should embrace Western culture and completely
repudiate Confucian culture.Meanwhile,he was active in communicating with Chinese scholars
of late Qing Dynasty like Wang Tao and Huang Zunxian on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ir common
concerns.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translations were also introduced into China by Liang
Qichao and other scholars,thus forming the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of modern Sino-Japanese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exchange.Reviewing Nakamura Keiu' view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his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ies is helpful to China in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the
reasonable factors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fine tradition of Chinese culture,which can further
strengthen national self-confidence and promot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and which can also
provide some enlightenment on maintaining and advocating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ly-respected
and mutually-understood openness,equality and tolerance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 multi-cultural exchange and cross-cultural exchange.It is worth noting that Nagamura
Keiwu's view contains the sublime ideal and appeal for the harmony of humankind and the world.
On the one hand,he consistently adhered to the norm of state equ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 unequivocally opposed the foreign policy of power politics and hegemony of Western powers
which advocated oppression over small and weak nations.On the other hand,he used the
Confucian ideal of ″great harmony of the world″ for reference,and advocated promoting the
Chinese fine tradition of aiding the poor and performing the duty of aiding and protecting small
and weak nations,in order that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help each other and enj oy peace and
welfare.Nagamura Keiwu expressed his appeal for the harmony of humankind and the world with
the lofty aim of taking aiding and protecting small and weak nations as duty and mission,and this
viewpoint was deeply rooted in the soil of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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